
 

 

宽带、远程服务与企业分工

王天尧，杨晓维
（北京师范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专业化分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间产品分工，却忽视了服务

分工。为考察宽带质量提升对制造业服务分工的影响，文章基于 2007−2019 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

据，利用分批次推进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建立交错双重差分模型，通过二阶段双重差分估

计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示范城市后，企业内部执行服务任务的员工数量显著下降，其中科研

技术人员表现尤为明显。与通常用信息技术替代劳动力假说来解释不同，文章认为对于难以用机器

取代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服务职工减少的真正原因是宽带质量提升促进了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

部提供。具体机制是：城市入选后可以通过高质量宽带相互连接，实现了不同示范城市之间服务的

远程传输，从而在缓解本地市场服务供应能力不足的同时提高了服务提供商的规模效率优势。这在

实证上则表现为，对于本地服务市场规模越小、服务成本越高，以及更容易发挥出规模优势的同质

化服务，政策带来的影响越显著。文章的研究为信息技术促进服务要素市场一体化和提高要素资源

配置效率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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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专业化分工一直被认为是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过去主要关注产

品要素分工，而随着经济从“工业型经济”转向“服务型经济”，中间服务要素投入已成为日益重

要的生产要素，服务要素分工也逐渐受到了关注，现有文献发现，服务分工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

核心能力（刘明宇等，2010）、技术水平（韩峰和阳立高，2020）和生产率（刘奕等，2017），然而却

很少有文献验证如何才能促进服务分工。据《中国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2021》显示，2021 年有

81.6% 的服务外包执行额在东部地区，在服务交易受到距离限制的条件下，这种服务提供商分

布不均衡会影响企业的分工决策。而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服务的可交易程度不断提高，信息

技术能否通过连接到远方城市的服务市场来扩大企业的选择空间，进而促进服务要素分工呢？

为此，本文将利用“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来识别信息技术对制造业服务分工的影响。在我国

正从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的背景下，文章的研究对于通过信息技术来提高制造业核心竞

争力、促进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信息技术可以促进服务交易有很多定性的讨论（江小涓，2017；封思贤和郭仁静，

2019），但少有文献进行实证检验，尤其是在企业层面。这是因为其因果关系识别面临很大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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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一方面，信息技术投入和服务分工都是企业内生决策的结果，可能同时受到不可观测因素的

影响，比如风险抵抗力强的企业倾向于采用更多信息技术的同时购买更多服务；另一方面，还可

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并不是信息技术促进了服务分工，而是因为企业出于从市场中购买服

务的需要而投入更多信息技术。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为本文因果关系识别提供

了一个很好的机会。首先，虽然企业投入信息技术的数量是内生决定的，但宽带基础设施水平

并不是企业能单独决定的，政策带来的宽带质量可用性以及可连接市场规模的变化独立于企业

服务分工决策。其次，在政策之前，我国宽带存在速度慢、发展不平衡和应用不丰富等诸多问题

（陈文和吴赢，2021），此时网络质量还无法支持服务的远程传输，而“宽带中国”的实施使得宽

带建设在速度和稳定性上有了突破性提升，服务的数字交付模式应运而生，打破了以往对服务

交易的限制。最后，宽带政策带来了广泛的连接性，该政策分三个批次将 117 个城市（群）通过

高质量宽带连接在一起，使服务可以更好地在这些城市间传输，这为本文远程服务机制的检验

提供了机会。

考虑到政策的逐年推进和异质性处理效应，本文使用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对双重差分模型进

行估计，结果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企业内部服务职工人数减少

416 人（相比于控制组均值 1 423 人，下降了 29%），其中科研技术人员下降尤为显著。这表明，宽

带质量的提升促进了服务分工，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分工。对此认为，这可能是宽带质量的

提高实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打破了服务只能面对面本地交易的限制，实现了通过扩大服务市

场规模来缓解本地市场供应能力的不足。此外，当服务提供商不再需要面对面、一对一地提供

服务后，同样的资源可以快速调整，以同时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企业之间不再竞争服务资源，

而是共享服务，且规模越大，带来的价值越大，越能发挥出市场的规模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用市

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本文使用其他示范城市中服务业人数和地理距离构建了远程服务人数

指标来衡量企业可选择的潜在服务供应商数量。即，当本地城市宽带质量提高后，企业可以与

其他高质量宽带城市（示范城市）相互连接，进而可以更有效地接入远方服务市场，将远方服务

提供商纳入到企业服务分工决策中。回归结果显示，在宽带政策之前，远方服务人数的增加对

服务分工没有影响，而一旦所在城市入选示范城市后，远方服务人数的增加会显著减少企业内

部服务职工人数。这表明当供需双方可以通过高质量宽带相互连接后，企业就可以利用远方服

务市场来替代内部职工，表现出服务分工水平的提高。

在政策影响的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利用事后公布的示范城市建设评选结果发现，在基础设

施建设领先的城市中，服务分工水平更加显著。这与本文的机制一致，即宽带基础设施水平决

定了服务能否实现远程传输，从而影响了企业的分工决策。此外，本文还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

检验，首先，利用平行趋势检验证明，在政策之前，入选城市与非入选城市中企业的服务职工人

数在变化趋势上没有系统差别；其次，通过控制城市能否入选的考核指标来减少其他不可观测

因素的干扰；最后，排除了技术替代劳动力这种竞争性解释。机制检验发现，当宽带质量提高实

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后，一方面，使企业接触到本地市场无法提供的服务，缓解了本地供给能力

的不足；另一方面，提高服务提供商的市场规模优势，从而促进企业服务分工。即表现为：政策

前本地服务市场规模越小、本地服务成本越高，政策带来的效果越显著。此外还发现，在宽带质

量提高后，那些更容易远程传输、可以通过重复部署发挥出规模优势的同质化服务，会更倾向

于由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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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问题上，本文检验了宽带质量对服务分工的影

响，并解释了知识密集型服务分工的变化趋势，丰富了企业边界的实证研究。已有文献关注的

是产品分工但未得到一致结论：信息技术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促进企业专业化分工

（Hitt，1999；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袁淳等，2021）；另一方面，又可以降低内部组织协调成本提

高一体化程度（Afuah，2003；周衍鲁和李峰，2006）。基于此，本文将产品与服务进行了区分，指

出对于在市场交易中受到更多限制的服务来说，能否实现远程交易比单纯降低成本更加重要，

而宽带质量的提高不仅降低了已有交易成本，更是打破了以往服务市场交易的距离限制，实现

了更多新的交易，增加了企业的选择空间，从而促进了服务分工。其次，在识别方法上，本文使

用了异质性稳健估计量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估计。这与一般研究中政策冲击所产生的同质性影

响不同，本文强调的是分批次推进的“宽带示范城市”政策通过高质量宽带将不同入选城市中

的服务市场连接到一起，且连接的城市越多，政策效果越显著。考虑到这种异质性处理效应，本

文使用了新的估计量。这为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下，缓解由异质性处理效应导致的传统双向固

定效应估计偏误提供了参考。最后，在解释机制上，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信息技术

对企业员工需求的影响。现有文献主要从信息技术替代劳动力的视角来解释企业用工需求的下

降（Autor 等，2003；Michaels 等，2014；邵文波和盛丹，2017），这使人们产生信息技术会导致失业

的担忧。而本文对企业职工进行了细分，指出对于执行复杂服务任务的员工，信息技术并不能

替代而是一种转移，即执行服务任务的职工逐渐从制造业企业内部转移到专业的服务企业。此

时，企业内部职工人数的减少并不是一种技术性失业，而是结构的优化。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为落实“宽带中国”国家战略，加快城市宽带发展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14 年开展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工作，分三年共 117 个城市

（群）入选。通过梳理政策文件发现，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后，会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

宽带使用：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部分城市在入选后会将网络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政府

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从而全力推进宽带的建设。例如，昆山市在 2014 年入选后，推行“企企通”工

程，为全市各类企业提供高宽带专线服务；沈阳市在 2016 年入选后，升级老工业区信息基础设

施，实现产业园区 4G 无线信号全覆盖。其次，引领企业宽带应用。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后，会

进一步深化宽带在各行业、各领域的应用，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例如，文山州在 2016 年入选后

通过销售管家、企业翼机通等 50 多个项目，助力企业低成本高效率运作；枣庄市在 2016 年入选

后打造煤炭网、中国锂谷、枣庄纺织服装产业等电子商务平台。最后，给予配套政策支持。除了

加快宽带基础设施建设外，入选城市还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来促进宽带发展。例如，哈尔滨

市在 2014 入选后，出台了对可解决数据传输、提高网速等通信瓶颈的项目，按照实际投资额的

20% 给予一次性补助的政策；汕头市在 2015 年入选后，通过强化法律支撑和深化政企合作，致

力提供规范、有序、安全的网络发展环境。

可以看出，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首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为高质量

网络传输提供了基础条件，然后通过数字化融合引领企业使用新的宽带技术，最后通过直接补

助提高企业使用宽带网络的意愿。总之，当企业所在城市入选“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后，会显著

提高企业的宽带环境，本文以此来衡量企业可用宽带质量的外生变化。

（二）理论分析。对于一种中间要素投入，企业可以选择由内部员工提供或者从市场购买。

按照 Grossman 和 Helpman（2002）的理论框架，选择内部提供时要承担由组织结构复杂化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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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成本和无法专业化生产导致的低效率；而选择从市场购买则需要匹配到合适的供应商并激

励其投入适合本企业需求的资产。企业内部提供的优势是可以满足企业灵活多变的需求；而市

场购买的优势是可以凭借规模经济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Lewis 和 Sappington，1991）。本文指出

宽带质量提升改变了传统服务的市场交易方式，通过数字化交付模式，实现服务的远程传输。

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选择空间，弥补了市场交易不匹配的劣势；另一方面，同样的服务资源可

以同时提供给不同客户，增强了市场规模经济的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

供，能提高服务分工水平。具体机制如下：

1. 扩大服务市场规模，增加企业选择空间。宽带质量提升打破了传统服务的交易限制，服

务要素市场“可交易性变革”正在进行，通过对知识进行数字化编码（种照辉等，2022），然后用

高速网络进行实时传输（谭洪波，2013），服务提供方式实现了用数据传输来替代人的移动，使得

服务双方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成为可能，从而打破服务交易中不可分离和不可存储的双重约束

（Lovelock 和 Gummesson，2004）。当服务可以实现远程传输后，交易就不再局限于本地市场，通

过服务市场的一体化，扩大了服务提供商的供给数量（Akerman 等，2022）。一方面，缓解了本地

市场规模较小、市场可及性较低及地区供应商数量的限制（Fan 等，2018；王奇等，2022），使企业

能够从远方市场中找到符合要求的服务，通过跨区域市场交易，促进企业分工（余文涛和吴士

炜，2020）；另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的选择空间，可以连接到价格更低的服务提供商。互联网的长

尾效应带来了更多种类的服务（谢莉娟，2015），而基于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推荐系统则提高了匹

配效率（方福前和田鸽，2021），这意味着当企业的本地服务提供成本上升时，通过匹配到更大规

模的服务市场，可以从中选择更有价格优势的服务提供商，从而促进企业的服务分工。

2. 提高服务供应商效率，发挥市场规模优势。远程服务还可以实现市场的规模经济。一直

以来，服务业无法像制造业那样通过使用设备来实现规模经济，当为一家客户提供服务时，就无

法同时服务其他客户，客户之间相互竞争相同的服务资源，都想争夺最好资源的理念限制了服

务外包。然而随着宽带质量的提高，无形网络可以更好地与无形服务相结合，增强了服务提供

过程中使用技术的能力，通过数字技术来打破服务的地理传输限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例如，

数字化服务不再需要面对面、一对一地提供，可以同时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此外，数字化降低

了不同服务对象之间的转变成本，增加了灵活性。用户越多，边际成本越低，相比于内部提供的

优势越大，企业之间对服务资源也逐渐由竞争转变为共享。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识别策略。考虑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是分三批次逐年展开的，本文采用交错双

重差分模型（Staggered DID）来识别宽带质量对企业服务的影响。具体是通过比较受宽带政策影

响城市中的企业服务人数的变化与未受到政策影响的企业服务人数变化之间的差异来识别宽

带质量提升的效果。在估计方法上，并没有使用传统的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因为最近文献指

出当存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时，传统估计量可能会产生偏误（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œuille，

2020；Goodman-Bacon，2021；刘冲等，2022）。具体到本文的场景中，异质性处理效应来自以下两

个方面：一是时间动态性。按照本文的理论机制，宽带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实现不同示范城市

之间服务市场的远程传输来促进服务分工，这意味着随着政策推进，越来越多的城市可以通过

高质量的宽带相互连接，使得服务市场规模越来越大，效果也越来越显著，表现出宽带政策效果

具有显著的时间动态性。二是组间异质性。在宽带政策之前，城市的初始宽带质量并不一致，对

于那些初始质量好的城市，宽带质量提高对于服务分工的影响可能属于“锦上添花”，而对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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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宽带质量不好的城市，政策效果可能属于“雪中送炭”，此时宽带效果存在组间异质性。考虑

到本文使用的是强非平衡面板数据（转换到平衡面板后会损失 73% 的观测值），在其他稳健估计

量下会损失大量观测值进而影响到估计效率。为此本文使用了二阶段双重差分法对模型进行估

计（Gardner，2022；薛飞等，2022；杨冕等，2022），该方法的思路是在第一阶段使用还未受到处理

的观测数据估计出个体的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在第二阶段使用剔除了固定效应的被解释

变量进行回归。其特点是将推测与估计分开进行，用未受到影响的个体进行推测，用已处理个

体进行估计。这种方法不但保证了对数据的有效使用，还保留了传统估计系数的直观解释，是

在普通最小二乘法基础上进行的简单扩展。具体回归模型为：

Yict = β0+β1Xict +µi+µt + νict （1）

Ỹict = βInternetict +εict （2）

Yict c i t Ỹict

Internetict i c t

µi

µt

Xict εict νict

其中， 为城市 中上市企业 在 年执行服务任务的员工数量， 为剔除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

的残差。 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 办公地所在城市 在 年被选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则将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为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了企业不随时间变化的无法

观测因素，例如具有激进传统的企业会更加积极使用互联网，同时也更倾向将服务外包。 为时

间固定效应，控制了对所有企业影响相同的时间冲击，如宏观政策的变化和对服务需求趋势的

变化。 为企业和城市层级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和 为随机扰动项。所有标准误聚类在

城市层级，即允许同一城市内部不同企业之间误差相关。

（二）数据来源。上市公司职工数据来自锐思数据库（RESSET），企业其他财务指标来自国泰

安数据库（CSMAR）。“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名单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城市层面数据来自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 2007 年新会计准则的执行，样本区间为 2007−2019 年的 A 股制造

业上市公司，①删除缺失值后，基准回归包含 1 956 家企业，共 13 436 个观测值。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制造业企业内部执行服务任务的职工人数。原始数据来自锐

思数据库中的员工职业构成子库，该数据提供了员工分类和工作任务的文字描述。根据任务文

字描述按照以下关键词将职工分为：（1）科研技术人员，指从事新产品开发、研制工作的员工，

包括研发人员、设计人员和专业技能人员。（2）行政和管理人员，指从事组织公司会议、公关、

宣传文书、档案物品管理、指导或协调组织人力资源活动的员工，包括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

（3）财务金融人员，指从事会计数据、账款记录等金融活动的人员。（4）市场销售人员，指从事销

售策划、评估需求、计划、指导或协调采购材料、产品和服务的员工，包括销售人员、采购人员、

营销人员和售后人员。（5）综合服务人员，指只有个别企业披露的员工分类，以及描述为“其他”

的类别，具体包括：业务人员、质量人员、仓储物流人员、客服人员、风控稽核人员和运营人员。

2. 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为宽带示范城市（Internet），若企业所在城市被选为示范城市则

将当年及以后年份取值 1，否则为 0，用以衡量企业可用宽带质量的外生变化。从图 1 可知，“宽

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分批次推进，2014 年为第一批次，包含 47% 的观测值；2015 年为第二批

次，包含 10% 的观测值；2016 年为第三批次，包含 13% 观测值；此外还有 30% 的观测值所在城

市没有入选，始终作为控制组。图中深色和浅色分别表示是否受到政策影响，白色表示缺失值。

3. 控制变量。参考 Abraham 和 Taylor（1996）的研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企

业服务人数的因素，包括：（1）营业收入的对数和总资产的对数，用以控制企业规模对中间服务

王天尧、杨晓维：宽带、远程服务与企业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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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需求。（2）总负债率和现金持有量，用以控制企业的资金约束。（3）主营业务增长率，用

以控制需求波动的影响。（4）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用企业营业收入中是否有服务收入来

衡量，用以控制对服务职工的需求。（5）固定资产比重和无形资产比重，用以控制资产结构的影

响。（6）国有控股，用以控制产权性质的影响。（7）平均工资，用以控制劳动力成本。对以上所有

水平值控制变量进行上下 1% 的缩尾处理。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总人口

数、服务业人数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用以控制城市规模的影响。由表 1 可知，制造

业企业内部平均拥有 1 592 名服务员工（约占总职工数 40%），其中科研技术人员所占比重最大

（37%），行政管理人员（24%）和市场销售人员（23%）次之，金融财务人员最少（5%）。这表明我国

制造业企业内部有相当多的员工是执行服务任务的，且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主。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表 2 列示了宽带质量提高对企业内部服务员工数量的影响。其中列（1）
展示了宽带质量提高对服务总人数的影响，结果显示宽带质量提高使企业内部服务人数减少了

416 人，相比于控制组服务人数的均值（1 423 人）减少了 29%。这表明，随着宽带质量的提升，制

造业企业会显著减少企业内部服务职工人数，表现出服务专业化分工程度的提高。列（2）至列（5）
进一步显示了宽带质量提高对各类执行具体服务任务员工数量的影响。结果显示，科研技术人

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显著下降，这表明宽带质量的提高显著促进了知识密集型服务的专业

化分工。而财务金融人员和市场销售人员的系数并不显著，可能对于这些需求相对简单、对服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观测值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服务人员 13 436 1 592 832 2 237

财务金融人员 12 401 73 42 93

市场销售人员 12 081 364 133 669

行政管理人员 13 223 384 205 526

科研技术人员 13 305 596 296 884

解释变量

宽带示范城市 13 436 0.45 0 0.50

2014年批次 13 436 0.47 0 0.50

2015年批次 13 436 0.10 0 0.31

2016年批次 13 436 0.13 0 0.33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服务总人数 （2）科研技术 （3）行政管理 （4）财务金融 （5）市场销售

宽带示范城市 −416.41***（108.18） −138.44***（31.87） −258.75***（23.83） −6.81（4.77） −11.91（22.32）

控制组均值 1 422.71 532.99 361.83 69.73 322.37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363 13 290 13 215 12 398 12 083
　　注：控制组均值表示未入选企业中的服务职工人数的平均值。固定效应包含了时间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含随

时间变化的企业和城市特征变量。括号中为聚类到城市层级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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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提供商能力要求不高的服务，本地市场就可以满足企业的需求，此时由宽带质量提高带来的

远程服务的优势并不明显，所以效果并不显著。需要说明的是，对行政管理人员指标的计算，由

于每个企业披露标准不同，部分企业分开披露，部分企业合并披露，部分企业只披露个别信息，

导致在统计上可能产生误差。所以，接下来主要关注对占服务人员比重最大、效果最显著的科

研技术人员的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本文所使用的交错双重差分识别策略的前提假设是，在没有“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的情况下，入选示范城市的企业与没有入选示范城市的企业在服务职工人数上具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为验证此假设，使用如下模型：

Ỹict =

−2∑
k=−9

τ−k Dk
ct +

5∑
k=0

τ+k Dk
ct +εict （3）

Ỹict Dk
ct

τ−k

τ+k

其中， 为剔除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的残差。 是一组虚拟变量，如果位于城市 c 的企业 i 在

时间 t 是政策发生前或后的第 k 期时取值为 1，否则取 0。此时回归系数 可以检验事前的平行

趋势，而 则展现了事后的动态效应。结果如图 2 所示，在宽带政策之前，回归系数并不显著，

并且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趋势，这表明在宽带政策之前，示范城市中的企业与非示范城市中

的企业在服务职工人数变化上没有系统性差异。而在宽带政策之后，企业内部服务职工人数出

现了显著下降，且随着政策逐年推进，宽带质量提高对企业内部服务职工人数的影响不断加强，

表现出的处理效应具有明显的时间动态性。这表明随着通过高质量宽带相互连接城市中服务提

供商数量的增多，政策带来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科研技术职工人数

在政策后的第 1 期并不显著，并且在随后 2 期保持稳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宽带建设初期，

政策效果还没有完全体现，而在第 3 期以后系数开始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与“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管理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示范城市创建期为 3 年相一致。宽带政策在建设

期间不明显，在建设完成后显著下降，这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其他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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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显示了政策实施前 8 期以及实施后 6 期中每一期相对于政策前一期，在示范城市中的企业与非示范城市企业之间服务

职工人数变化的差异，前 8 期为平行趋势检验，后 6 期为政策的动态效应。圆圈表示估计系数，垂直虚线表示 95% 的置信区间。
 

2. 政策的外生性。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识别，并不要求宽带政策对于企业服务分工

决策是完全随机的，即允许城市之间企业服务分工在水平值上存在差异，但要求服务分工的潜

在变化趋势是相同的。通过平行趋势检验，证明了在政策之前服务分工的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由此推断政策后的变化趋势也应相同。但政策之后是否满足无法直接证明，所以还是有必要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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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策的外生性。前面提到该政策的目标是

提高宽带质量，评选标准是由城市的整体特

征决定，并不受其中某个上市企业的影响，所

以相对于企业服务分工决策来说，所在城市

是否入选可以看作是外生变化。但仍然会担

心一些无法观测的因素同时影响了城市是否

入选和企业分工决策，为此本文控制了一些

影响城市能否入选的指标。在宽带政策执行

文件中规定，申报城市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

的普及率必须达到一定标准才有资格提交申

请，所以在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网络和移动通信的普及率。具体地，用城市在 2013 年的互联网

人数、电话使用人数来衡量网络的普及率，考虑到其不随时间变化，进而在回归中加入其与时

间趋势的交互项。结果如表 3 所示，在加入评选标准后，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3. 排除竞争解释：技术替代劳动力。本文指出宽带质量提高减少企业内部服务职工人数的

原因是宽带促进了服务的市场交易，使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而一种竞争解释是，随

着信息技术进步，企业用自动化设备和软件替代了劳动力，从而表现出服务职工人数的下降。

我们认为这种假说并不能解释本文的发现。第一，在回归中已经控制了自动化设备资本和软件

的投入，这表明即使是企业没有投入更多的设备和软件，服务职工人数还是会减少。第二，竞争

假说指出，信息技术会替代低技能、常规的任务，而与高技能、非常规任务互补，那么按此假说，

信息技术会替代财务金融和市场销售人员，同时会增加科研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然而从基准

回归表 2 可知，容易被替代的财务金融和市场销售人员并没有减少，反而执行高技能、非常规任

务的科研技术和行政管理人员的数量显著下降。第三，竞争假说并不符合本文的远程服务机

制。因为如果劳动力替代假说成立，那么影响效果应该与远程服务人数无关，而接下来会指出

随着远程服务人数增加，企业会减少内部服务职工人数。总之，本文认为技术替代劳动力假说

可能适合解释那些容易被替代的生产工人的变化，但并不适合解释本文所关注的执行复杂交互

任务的服务职工人数的变化。

五、远程服务与异质性分析

D_servicect

（一）宽带质量与远程服务。前文的研究表明，宽带质量的提高会减少企业内部服务型员

工。本文对此的解释是，宽带质量的提高实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打破了服务的地理距离限制，

通过连接到其他宽带示范城市中的服务提供商，使企业不再受限于本地服务市场规模，增加了

企业的选择空间，进而促进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为验证此机制，参考铁瑛和崔杰

（2020）的指标构建方法，该研究指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企业不仅可以从本地购买服务，还可

以从其他城市中购买服务，所以用城市间的地理距离和生产性服务人数构建了城市可利用服务

业指标。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对于服务交易来说，能否连接到远方城市中的服务提供商，不能

仅考虑物理距离，还要关注双方城市的宽带质量，当交易双方所在城市的宽带质量同时提高后，

服务会更有效地在城市间传输。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为此机制的识别提供了很好的机

会，城市入选后就可以通过高质量宽带与其他示范城市相连接，而与非示范城市则无法建立有

效的宽带连接，即位于其他示范城市中的服务供应商更可能成为潜在的匹配目标，所以本文使

用其他示范城市中的服务人数来构建远程服务人数指标（ ），具体公式如下：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宽带示范城市
−383.19**

（186.05）
−381.97**

（186.71）
−382.09**

（186.18）
2013年互联网用

户数×时间趋势

−0.05
（0.04）

−0.02
（0.14）

2013年移动电话

用户数×时间趋势

−0.01
（0.01）

−0.01
（0.03）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257 13 276 13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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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_servicect =
∑

i

S erviceit

Distanceci

Iit (·) （4）

S erviceit Distanceci

Iit (·)
其中， 为其他城市 i 在 t 年的科研技术服务业从业人数， 为城市 c 与城市 i 之间

的球面距离， 为指示函数，当城市 i 在 t 年入选示范城市后取 1。本文所使用的指标是由服务

人数与政策冲击加权得到的，衡量了由宽带质量外生变化而产生的可用服务市场规模的变化。

如果发现，当宽带质量提高后，随着远方服务人数的增加，企业会减少内部服务职工人数，那么

就表明，宽带质量提高确实可以通过实现远程服务来促进制造业企业服务分工。为此，在基准

回归中加入了宽带示范城市与远程服务人数的交互项，其中远程服务人数包括远程科研技术人

员和远程服务总人数两种指标，回归结果见表 4。
  

表 4    远程服务检验

被解释变量：科研技术人员
远程服务 安慰剂检验

（1） （2） （3） （4）

宽带示范城市 −25.12（39.56） 15.44（40.17） −214.63***（75.65） −193.30***（70.28）

远程科研技术人数 9.19**（3.86）

宽带示范城市×远程科研技术人数 −189.13***（65.45）

远程服务总人数 1.96***（0.56）

宽带示范城市×远程服务总人数 −26.49***（7.75）

远程科研技术人数（非连接城市） 31.42**（12.31）

宽带×远程科研技术人数（非连接城市） 522.33（324.68）

远程服务总人数（非连接城市） 4.70***（1.65）

宽带×远程服务总人数（非连接城市） 43.22（27.89）

本地服务人数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3 285 13 286 13 285 13 286
 
 

表 4 列（1）和列（2）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当宽带质量提升以后，远程科研技

术服务人数和远程服务总人数的增加都会显著减少企业内部科研技术人员的数量，即宽带质量

的提高可以通过扩大服务市场规模，促进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值得注意的是宽带示

范城市的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当远方服务人数为 0 时，宽带质量的提高并不会影响企业内

部服务职工人数，即只提升网络质量，而不存在远方市场时，政策并不会促进服务分工，这表明

真正起作用的是政策带来的连接效应，而不是单纯提高本地宽带质量。此外，远程服务人数的

系数不为负，说明当本地城市未被选入示范城市时，远程服务人数的增加不会减少企业内部的

服务职工人数，即本地网络质量较低时，企业无法通过远方服务来促进分工。总之，只有当交易

双方宽带质量同时提高后，才可以通过实现服务的远程传输来促进企业服务分工。

为了进一步验证远程服务机制，本文还使用非宽带示范城市中的服务人数进行了安慰剂检

验。如果远程服务假说成立，那么对于宽带设施差以至于无法提供远程服务的供应商，则不会

影响企业的服务分工水平。所以我们使用未入选示范城市中的服务就业人数重新构建了远程服

务指标，然后用相同的回归模型进行验证，结果如表 4 列（3）和列（4）所示，非连接城市的交互项

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在那些宽带质量没有提高的城市中，服务供应商并不会影响本地服务分

工水平。即当服务无法远程传输时，只是提高本地宽带质量并不会促进服务分工。这也就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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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证明了本文的远程服务机制，即宽带政策通过同时提高远方服务提供商的交付能力以及本地

企业的服务接收能力，实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进而促进了服务分工。

（二）异质性分析。由上文的政策背景部分可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可以通过提高基

础设施建设、推广宽带应用普及和推进配套政策环境三个方面来影响企业所使用的宽带质量。

那么政策的哪一方面对企业服务分工更有效呢？鉴于示范城市建设已全部完成，并且公布了事

后的验收结果，这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识别机会。2018 年 9 月 27 日，宽带发展联盟、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联合发布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成果和优秀城市名单，对在基础设施水

平领先、宽带普及水平领先和良好发展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取得优秀创建成果的城市予以发布。

其中所有 117 个示范城市（群）全部参加评比，以固定宽带的可用下载速率为指标，有 50 个城市

入选基础设施水平领先城市；以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移动宽带人口普及率和百兆以上高速宽

带用户渗透率三个指标为标准，有 50 个城市入选宽带普及水平领先城市；以是否为宽带建设提

供资金、财税、土地、环评等政策支持为标准，有 12 个城市入选政策环境领先城市。本文根据公

布的领先城市名单进行了分组回归。

结果如图 3 所示，相比于非领先城市，只有在基础设施领先的城市中，企业内部科研技术职

工人数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这进一步验证了远程服务机制，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服务远程

传输的前提，所以只有在基础设施领先的城市中才能实现通过远程服务来促进服务分工。值得

注意的是，在政策环境分组中，非领先城市组的系数显著为正，仅从结果上看，可以认为，在没

有好的配套环境支持下，城市入选反而会限制企业服务分工。然而考虑到评选规则，这个结论

还有待商榷。因为在评选文件中规定，已经入选其他两项成果的城市不能再入选政策领先城

市，这将导致在政策环境分组中是否被评为领先城市并不能衡量其真实水平。此外，入选政策

领先城市数量较少（12 个城市），并且在本文中只有 4% 的观测数据属于政策环境领先城市，这

也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
 

系数

基础设施
95%置信区间

领先城市

非领先城市

宽带普及率
领先城市

非领先城市

政策环境
领先城市

非领先城市

−850 −700 −550 −400 −250 −100 0 50 200
科研技术人数

宽
带
成
果

 
图 3    政策异质性

 

六、机制检验

当宽带质量的提高实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增加了服务的可交易程度后，可能通过以下两

个渠道促进企业服务分工：一是扩大服务市场规模，使企业能够从市场中匹配到合适的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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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商。服务的远程传输使企业接触到本地市场无法提供的服务提供商，在缓解本地供给能力不

足的同时还能找到价格更低的服务。二是提高服务供应商的服务效率，使企业愿意用市场购买

替代内部提供。数字化降低了不同服务对象之间的转换成本，可以同时将服务提供给更多的客

户，用户越多，网络效应越大，相比于企业内部提供增加了优势。

（一）扩大服务市场规模，增加企业选择空间。宽带网络在传输速度和质量上的突破改变了

传统服务“同时同地”的约束（江小涓和靳景，2022），通过对知识信息的数字化编码（种照辉等，

2022），缓解了服务不可存储和不可远距离传输的阻碍，拓展了服务交易的地理空间，从而扩大

了服务的市场规模。本文从服务交易距离增加的角度来检验宽带网络对服务市场规模的影响。

为此，本文用上市服务企业披露的营业收入的地理构成来识别服务可交易距离的变化，数据来

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上市公司每年会在年报中披露来自不同位置的营业收入，但披露标准不

同，分为不同城市、不同省份和不同区域。本文按照相应的标准，将来自非企业所在城市、省份

和地区的营业收入计为远程收入，并将其占总营业收入的比例计为远程收入比例。使用基准回

归中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5 列（1）和列（2）所示，宽带质量的提高显著增加了企业的远程

比例和远程收入，说明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了服务传输效率，扩大了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距

离，提升了地区间服务可达程度，扩大了服务的市场覆盖范围。
  

表 5    宽带质量与服务市场规模

（1） （2） （3） （4） （5）

远程比例 远程收入 本地规模小 本地规模大 科研技术人员

宽带示范城市 0.11*** 3 777.73*** −516.17*** −61.79 173.93

（0.04） （378.59） （57.09） （55.41） （116.07）

宽带示范城市×科研服务业工资
−71.36**

（29.42）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 658 3 658 6 616 6 541 13 261
 
 

接下来本文将指出服务市场规模扩大后会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来促进企业服务分工。

1. 缓解本地供应能力的不足。对于像研发、设计这种对人力资本和定制化要求很高的服

务，仅在本地服务市场可能无法找到符合企业实际需求的服务提供商，此外我国服务市场分布

的不均衡加大了匹配难度。宽带网络可以通过连接远方城市中的服务市场，使企业接触到更

新、更专业的服务提供商，进而促进企业服务分工。如果此假说成立，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宽带

政策前，本地服务市场规模越小，可供选择的服务提供商数量越少，此时宽带质量提升带来的远

程服务就可以弥补更多本地服务供应能力的不足。而当本地市场规模较大时，企业较容易在当

地找到合适的服务提供商，此时宽带质量提升带来的远程服务对企业服务分工的影响效果可能

并不显著。为此，本文使用 2013 年（政策前一年）当地城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来度

量本地科研技术服务市场的供给规模，并按照中位数进行分组检验。表 5 列（3）中回归系数显著

为负，而列（4）中的结果并不显著。这与我们的假说一致，即当政策前本地服务市场规模较小

时，宽带质量的提升可以通过缓解本地供应不足来促进企业服务分工。

2. 获取成本更低的服务。Akerman 等（2022）指出，互联网减少了信息摩擦进而增加了可选

择的交易集合，此时，当某个供应商价格升高时，更容易被其他对象替代。具体到本文的场景

中，宽带质量的提高扩大了服务市场的覆盖范围，增加了企业对服务提供商的选择空间。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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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现，本地服务成本越高，由宽带质量的提高带来的远方服务就越有吸引力，企业也就越倾向

于从市场中购买更多的服务。为验证此假说，本文采用 2013 年（政策前一年）企业所在省份的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来衡量本地市场的服务成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加入

了工资与宽带示范城市的交互项，回归结果如表 5 列（5）所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本地

科研服务成本越高，宽带质量提高带来的服务分工水平越显著。这与本文假说一致，即在宽带

质量提高并连接到远方的服务市场后，增加了选择空间，使企业获取到价格更低的服务，促进了

企业服务分工。

（二）提高服务供应商效率，发挥市场规模优势。在过去，对于像研发、设计这类服务的外包

会面临很大挑战，因为每家公司都想争取最好的资源，所以很难相信服务提供商可以满足企业

的实际需求。而本文指出宽带质量的提高实现了服务的远程传输，使服务提供商不再需要面对

面、一对一地提供服务，同样的资源可以快速进行调整，同时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客户越多，

边际成本越低、创造的价值越大，越能发挥出市场的规模报酬优势，企业之间对服务资源从竞

争逐渐转变为共享。例如，当设计方案电子化后，仅需更改软件参数就可以快速生成不同的定

制化方案，然后通过高质量的宽带网络将服务精确投放给处于不同位置的客户。如果此机制成

立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可以被远程传输并且更容易发挥出市场规模优势的中间服务投入，在宽

带质量提高后，企业会更倾向于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

为此，我们引入企业所需服务的差异化程度指标来衡量企业在生产最终产品过程中所需中

间服务投入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大，意味着企业所需服务的专用程度越高，在交易中会涉及更

多特定于企业的独特信息，而这些隐性信息难以被数字化编码，这意味着，即使在宽带质量提高

后，服务的交易仍然要依靠交易双方面对面的沟通，从而限制了服务的远程传输。更为重要的

是，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说，专用于特定企业的服务也难以转移给其他交易方，这影响了市场的规

模报酬优势。而对于差异较小的同质化服务投入，随着宽带质量的提高，通过数字化服务提供

方式，企业可以将服务分解为容易使用的标准模块，让用户根据需求自主选择，从而减少了信息

传递成本，提高服务提供效率。同时，模块化的服务项目实现了定制化服务的灵活组合，降低了

资源在不同任务之间被重新部署的成本，显著提高了服务的规模经济。我们预期，相比于差异

化企业，当宽带质量提高后，那些需要同质化服务的企业会更倾向于从市场中购买更多的

服务。

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使用 Nunn（2007）
提供的差异化指标来衡量企业在生产最终产

品过程中所需中间服务投入的专用程度。

Nunn（2007）的具体计算方法是通过投入产出

表和每种中间投入的专用程度计算出了每个

行业的差异化程度，本文将此指标与我国制

造业上市公司匹配，得到中间服务投入的专

用程度，并按照行业差异度的中位数，将企业

分为同质化企业和差异化企业。分组的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在同质化企业中，系数显著为负，

而在异质化企业分组中，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宽带质量的提高可以通过发挥出市场的规模经

济来促进企业的服务分工。更为具体地，在同质化分组中包括石油加工、化学品制造和造纸等

企业，这类企业的特点是没有特定的“品牌”，企业之间所需中间服务投入高度相似，此时在宽

带网络的支持下可以容易地在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重新部署服务资源，提升市场服务的规模优

表 6    市场规模优势

（1） （2）

同质化 异质化

宽带示范城市 −136.82*** 1.90

（30.81） （62.17）

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6 295 6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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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而对于像专用设备制造、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这些被分为差异化分组中的企业，在最终

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特定关系的中间投入，这些投入必须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难以

被其他企业复用，这就限制了宽带网络对发挥市场规模优势的影响。

七、结论与启示

信息技术改变了服务市场交易方式。本文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和制造业上市公

司数据，通过交错双重差分模型发现，宽带质量的提高减少了企业内部服务员工的数量，尤其是

对本地市场规模更加敏感的科研技术人员。机制检验发现，宽带质量提高通过实现服务的远程

传输扩大服务市场规模，缓解了本地服务市场供应能力的不足，使企业能从市场中匹配到价格

更低的服务供应商，此外还发挥了市场的规模优势，进而促进企业用市场购买替代内部提供。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发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增长是我国“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重要议题。本文发现，通过数字化服务可以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专业分工，在提高制造业

效率的同时，能极大地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信息技术可以发挥我国超大市场的规模

优势。2022 年 4 月 1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明确提

出，要发挥市场在促进竞争和深化分工上的优势，并要发挥出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本

文表明，宽带技术可以打破服务市场交易壁垒，促进服务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发挥出我国超大市

场的规模优势，从而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第三，促进服务要素在地区间交易可以缓解我国

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的情况。宽带质量的提高可以使企业接触到远方的高端服务市场，这不仅

能缓解本地服务供应不足的问题，还能发挥大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有利于区域间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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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Remote Services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Enterprises

Wang Tianyao,  Yang Xiaowei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Summary: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can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for enterprises. Existing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intermediate products while neglecting services. Drawing on the data of listed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19 and the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policy, this pa-

per establishes a staggered DID model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broadb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n the divi-

sion of labor in manufacturing services.

Through two-stage DID estimation, 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city where the enterprise is located is selec-

ted as the “Broadband China” demonstration city, the number of internal service employees of the enterprise

decreases by 416 people (compared to the average of 1 423 people in the control group, a decrease of 29%),

with a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R&D personnel.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broadband

quality has promoted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ervices, especially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Mechanism

testing finds that after being selected, cities can b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hrough high-quality broadband,

achieving remote transmission of services between different demonstration cities, thereby alleviating the insuf-

ficient service supply capacity in the local market and improving the scale efficiency advantage of service pro-

viders. It shows that for homogeneous services with a smaller local service market size, higher service costs,

and easier to leverage scale advantages, the impact of policies is more significant. This study provides empiric-

al evidence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ervice factor markets and improve the ef-

ficiency of factor resource allocation.

Th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it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roadband quality on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ervices, and explains the changing trends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knowledge-intensive

services, enriching empirical research on enterprise boundaries. Second, existing literature points out that in-

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otes division of labor by reducing communication costs, while this paper emphas-

izes the connectivity effe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romot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ervices by ex-

panding the market size. Third, it proposes a new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needs of enterprise employe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for service-oriented employe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employees, but rather promotes the transfer of employees between special-

ized enterprises, that is, the transfer of service employees from with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o profession-

al service providers, which is a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Key words:  broadband； remote services； division of labor； enterprise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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